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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父李大钊，是河北省
乐亭县人。他是中国共产主义
运动的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
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之一，也是一位著名学者。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
今。”祖父虽然早早地就走了，但
留下了丰富的革命遗产和宝贵
的精神财富，他树立的清正勤谨
的家风延续了近百年，传承了几
代人。我的父辈都继承了祖父
留下来的好家风。我父亲李葆
华，曾长期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
记，逝世前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
长兼党委书记，一生非常清廉，
克己奉公，生活节俭。我们第三
代的兄弟姐妹中，没有一个是

“大款”，大家都以艰苦朴素为
荣。

祖父的遗产仅 1 块大洋。
1927年4月28日，祖父李大钊英
勇就义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
对于他，我是从书中了解的。虽
然从未谋面，但我通过文字与祖
父相遇了。

祖父很小的时候，他的父
亲，也就是我的曾祖父便去世
了，由他爷爷一手抚养长大。祖
父的爷爷非常重视教育。祖父
从五六岁便入私塾，到后来去日
本留学，他前前后后一共上了18
年学。在那个年代，能上18年学
的非常难得。严厉的家教，长期
的求学，使祖父从小便树立了致
力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远大志向。

留学回国后，学养深厚的祖
父担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
那时他的月工资是120块大洋。
再往后，他担任北大教授，月工
资涨到200块大洋，加上他在别
的大学兼课，每月收入至少有
250至300块大洋。

按说，他的收入已经不低
了，但因为他把自己工资的很大
一部分用在了宣传马克思主义
和建党的事业上，再加上经常慷

慨帮助别人，日子常常过得很紧
张。

1921年，中共北平支部成立
后，他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
80块大洋作为活动经费。此外，
他还仗义疏财，多次资助家境贫
困的学生。每到发工资时，祖父
就会从会计科领回来一把欠
条。后来，为了不让家里断炊，
北大校长蔡元培只好嘱咐会计
科每月从祖父的工资中拿出50
块大洋，单独交给我的祖母。

1927年 4月6日，奉系军阀
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在北平逮
捕了李大钊等80余名共产党人
和进步人士。在狱中，祖父备受
酷刑，但始终严守党的秘密。4
月28日，北洋军阀政府不顾社会
舆论的强烈反对，将祖父等20位
革命者绞杀。祖父英勇就义时
年仅38岁。

祖父英勇就义后，家里的遗
产仅有 1块大洋。由于没钱安
葬，只好举行公葬，也就是向公
众募集安葬款项。祖父的高尚
品格感染了许多人，在为他举行
公葬的募捐人员名单上，就有蒋
梦麟、沈尹默、鲁迅等人的名字。

我父亲李葆华于1909年在
河北出生。十几岁时，他就在我
祖父李大钊的引导下走上了革
命道路。

祖父被杀害后，一家人从此
颠沛流离。我父亲李葆华为躲
避抓捕，在友人的帮助下东渡日
本，考取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物
理化学系，还在日本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我父
亲愤然中断学业，迅速回国，投
入到抗战的洪流中。

父亲拒绝调新房。我父亲
继承了祖父的高尚品质和良好
家风，对我们没有什么条条框框
的规定，更多的是身体力行，身
教重于言教。并且，我父母从小
就用祖父的事迹教育我们，要我
们严于律己，不断学习进步。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担任过
水利部和水利电力部党组书记、
副部长，在水利水电战线上奋斗
了12个春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
的工作，是新中国水利水电事业
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父亲
经常深入到各个水库视察指导
工作，有一次还陪兼任淮河水利
委员会主任的国务院副总理谭
震林到安徽霍山县的佛子岭水
库工地，当时附近没有招待所，
两个人干脆睡在一个潮湿的工
棚里。大别山区雨特别多，工棚
没有防雨措施，漏雨夜两人通宵
达旦无法入睡。

1978年，父亲调到中国人民
银行主持工作，69岁高龄和生疏

的领域，对他来说，显然是巨大
的挑战。然而，在银行工作的4
年里，父亲经常通宵达旦的工
作，规划金融业发展蓝图，有计
划、有步骤地推进金融业的恢复
和改革工作，完成了金融业的拨
乱反正，推动了金融体制革新的
全面展开，也为成功加入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出了
杰出贡献。

后来，父亲还被选为中央顾
问委员会委员。然而这样一位
高级干部，家中却简朴得让人难
以置信——老旧的三合板家具、
人造革蒙皮的椅子，客厅的沙发
坐下就是一个坑。房子是20世
纪70年代的建筑。2000年，中
央有关部门要为他调新房，他
说：“住惯了，年纪也大了，不用
调了。”

我的哥哥李青是父亲的长
子。哥哥说，他有两件事一直铭
记在心。

一件事是，1994年，父亲到
杭州开会，时任浙江省委书记李
泽民到驻地看他，当时在浙江工
作的李青也在场。李泽民告诉
父亲李青表现很好，父亲马上对
李泽民说：“你们对他要严格要
求！”

另一件事是，1995年，李青
在中央党校培训学习，周末回家
看望父亲，一般要骑一个多小时
的自行车。当时李青已经50多
岁了，骑车一个多小时也挺累
的，但父亲并没有因此而照顾李
青，父亲从不让他的司机接送李
青。

从这些小事和细节，可以看
出父亲是怎样严格要求子女
的。我们深深地体会到，这是父
亲对子女的大爱，是真诚的、严
格的爱。

我踏着先辈的脚印往前
走。父亲去世后，曾有记者问
我：“你父亲给你们留下了多少
遗产？”我回答说：“我们不需要
什么遗产，李大钊的子孙有精神
遗产就足够了。”

其实，从我们几个子女的生
活点滴中，就能了解李家的家
风。

1987年，我调到安徽省民政
厅担任副厅长，曾先后4次主持
分房工作，分房近200套，从未给
自己要过一套房子，在担任厅局
级干部期间，一直住在一套60平
方米的旧房里。按照省里的有
关规定，我可以分一套新房。
1987年至1992年3次分房我都
有机会，但考虑到厅里人多房
少，每次我都让给了其他同志。
直到1998年最后一次分房，那时
我已经担任厅长，想到许多年轻

科长住房较差、需要改善，我又
一次不顾妻子的埋怨，放弃了最
后一次分房机会。

别人可能难以相信，一个厅
级干部住的宿舍不到60平方米，
没有装修，也没有什么好家具，
更没有现代化的电气设备。8平
方米过道既是客厅又是餐厅，放
一张老式的大方桌，连走路都得
侧着身。最时髦的就是一个20
世纪80年代作为福利发的三人
木制沙发，一半放衣服，一半放
书籍。后来，省里按规定主动给
我补了一个20平方米的小套间，
我的儿子才有了一个自己的空
间。

我认为，一个人是否富有，
更多地在于精神层面，物质方面
并不太重要。

我一生与自行车有着不解
之缘，可以说是感情深厚。

上中学期间，我一直骑自行
车来来回回。后来当兵了，有3
年时间不怎么骑自行车。1969
年退伍到合肥化工厂当工人，后
来进合肥工业大学读书，1978年
任共青团合肥市委副书记、书
记，1983年任共青团安徽省委副
书记，1984年任安徽省民政厅副
厅长、厅长，我都是骑自行车上
下班。

任副厅长期间，一天，厅里
一位同志看到我步行上班，便
问：“你怎么不骑车呀？”我告诉
他：“车子放在楼下被偷走了。”

对住，我不讲究，对吃、穿，
我也同样不讲究，我不抽烟，不
好酒，更不上歌厅、洗脚房。

虽然我家挺节俭的，但我们
并没有多少存款。有人会问，钱
都到哪去了？

民政厅机关里的不少人心
中都有数，在每年“送温暖”“献
爱心”的名单中，我的名字都是
排在最前面——这样的名单，不
是以职务高低，而是以捐赠的数
额多少排名的。

还有，如果到农村看到“五
保户”家的房子漏雨，到福利院
看到老人被子太薄，到“低保户”
家看到过年包饺子的面没买，我
就会想起祖父李大钊救济穷人
时的样子，情不自禁地想帮助他
们。对我来说，帮助需要帮助的
人，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李家的良好家风，让我们能
够心平气静地固守清贫，我们是
心甘情愿的，没有任何装潢门
面。“革命传统代代传，坚持宗旨
为人民。”我经常用这副对联自
勉，并以此教育子女，决心把李
大钊的良好家风继续传承下去，
踏着先辈们的脚印继续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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